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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

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

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

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

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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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它的下界是很

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

代。”［１］秦汉铁器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完全遮蔽青铜

文化的余晖。“虽然汉代铜器已经失去了类似三代

时期所拥有的辉煌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古代青铜

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２］，需要予以重视①。研

究表明，汉代可采铜矿分布于多个地区②，其中一处

位于河东郡，也就是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一带。

资源优势为河东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那

么，在产业链条中，河东地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表现？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

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汉代河东铜矿开采的历史记录

　　在反映汉代历史的传世文献中，河东铜矿开采

的正面记载极为罕见。不过，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

以曲折隐晦的方式道出了开采的盛况。

汉武帝时，齐地方士公孙卿假托齐人申公曰：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

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

龙乃上去。”这个说法令汉武帝备感神往，叹道：“嗟

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鱗耳。”［３］此升

仙传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黄帝铸鼎所用铜

料来自首山。《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县条：

“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４］可见，所谓首山

实属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黄帝采首山铜，即是从中

条山取得铜矿石。

尽管黄帝升仙的传说贴着上古历史的标签，但

①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汉代青铜器便得到博雅人士的关注。科学
的考古学引入中国后，汉代墓葬发掘中也往往有青铜器出土。因此，对金石

学、考古学所得资料的整理汇编便成为汉代青铜文化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容庚《秦汉金文录》，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孙慰祖、徐谷
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研究性成果主要有陈直《关于
两汉的手工业·铜器业》、《盐铁及其他采矿·铜矿》，收入陈直《两汉经济史

料论丛》，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
汉卷》第１０章第２节《秦汉铜器与铜器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版；徐正考《汉
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②　比如常见的“汉有善铜出丹阳”铭文，以及朱提铜洗，表明汉代东南、
西南地区皆有铜矿资源可资利用。



这个故事形成的真实年代是需要细究的。黄帝得入

仙境的手段是采铜铸鼎，而战国秦汉之际的神仙方

术之说，多主张通过入海寻觅三神山的手段求入不

死之境，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铸鼎致仙的提法。

而大鼎在秦汉之际似乎也没有多少升仙的功用，据

说周朝灭亡时九鼎之一沦落于泗水，秦始皇兼并四

海之后，曾派人打捞，此举“在意的就是它象征的权

力”［５］。因此，黄帝铸鼎成仙的传说很可能是汉代

前期成形的。然而，就故事的生成机制而言，有一个

问题颇令人费解：西汉时代，全国范围内的铜矿产地

并非仅有河东郡中条山一处，为何齐地方士偏偏将

采铜地点定在中条山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古

圣王尧、舜、禹等据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定都，尧

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是极为常见的说法。当

黄帝这个传说人物被塑造出来时，受惯性思维的影

响，人们便将晋西南也视作他的根据地，他在本地采

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徐旭生针对尧、舜、禹在晋

西南建都的说法，指出：“西汉人尚无此说”，“大约

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６］。有学者认为：“事实上，

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

济地区”，也就是先秦地理书所说的兖州之地［７］。

那么，同样作为层累造成的传说人物，黄帝似乎也不

应当被独自安置在晋西南，他在中条山采铜的传说

之所以出现，不大可能是因为汉人头脑中存在着黄

帝活动于晋西南的观念，其中应当另有缘由。

实际上，在理解黄帝“采首山铜”之说的形成过

程时，需要对当时重构国家祭祀体系的特殊历史背

景投以更多的关注。就在公孙卿述说黄帝升仙故事

的数月之前，在国家祭祀场所，河东汾阴后土祠的旁

边，有巫者“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

鼎”，“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

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

之”［３］。而在公孙卿的黄帝成仙故事中，宝鼎恰好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史记·封禅书》记载：齐

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

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

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

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

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

仙登于天。”

很显然，正是汾阴起获宝鼎一事，使公孙卿大受

启发，他由此找到了以黄帝升仙故事干谒君王的切

入点，因为他那个版本的黄帝故事与汾阴得鼎一事

具有很强的类比性：一是时间节点对应，即所谓“朔

旦冬至，与黄帝时等”，意味着汉武帝站在了又一轮

历史循环的起点；二是地点密迩，宝鼎发现于河东汾

阴，黄帝铸鼎的原料采自河东地区的中条山，处于一

郡之中，距离甚近。

从上述分析来看，黄帝采首山铜的说法很可能

是受汾阴得鼎这一“盛世”盛事的刺激而出炉。然

而，方士编造这个说法，总是要力图使人相信的，否

则又如何能够成功地干谒君王，从而邀获功名？一

般来说，一个新奇的说法若想得到他人的认可，大致

有两种办法：一是故弄玄虚，令听者难以验证，如海

中仙山之类；二是循着听者所具备的常识以立说。

很多神话传说往往兼采两途，虚实杂错。即以黄帝

升仙传说而言，所谓黄帝、仙境当然是无人见过、无

人到过的，但其神异不经，正是征服不少听众的妙

招。另一方面，所谓采首山铜的说法，是极易验证

的，汉代关中贵族所用铜器产自河东的不在少数

（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说的可

能性会大为增加。反之，如果河东地区没有铜矿的

分布，或者河东铜矿的开采利用是零星分散的，社会

影响力极为有限，那么，公孙卿声称黄帝在首山采

铜，便成了信口开河，恐怕会使得其说对汉武帝的诱

惑力大打折扣。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卿造作

“黄帝采首山铜”以铸升仙神鼎的故事，实际上反映

了西汉前期中条山铜矿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实际历史

背景。

东汉时期，河东铜矿的开采继续进行。《贞松

堂集古遗文》卷 １６著录有河东铜官弩机，其铭文

曰：“永元八年（９６）河东铜官所造四石石頶。”虽然

这件文物是制成品，但以常理来说，在河东当地有铜

矿的条件下，生产原料似不必从远处输送。陈直依

据铭文推断东汉“河东有铜官，河东必然产铜无

疑”［８］，其说可从。此外，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进行的

调查中，在中条山区的洞沟曾发现过古代矿洞，矿洞

附近的崖壁上有东汉时期的石刻，其中一行有“光

和二年河内”字样［９］，“光和”为汉灵帝时期的年号，

崖壁石刻说明，直到东汉晚期，中条山一带仍在从事

铜矿开采。

二、汉代河东铜器的行销

　　两汉时期中条山铜矿的开采，从源头上保障了

河东地区铜器铸造业的兴盛。河东所铸铜器的行

销，即是其产业兴盛的显著表现。

一件被著录者称为“安邑鼎”的铜器有铭文曰：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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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邑共厨宫铜鼎，容一斗重八斤十两，第十二。”［１０］

安邑是河东郡治，此鼎当为安邑县饮食供应机构所

用。另有一件被命名为“杨鼎”的铜器，铭文为：“杨

厨铜一斗鼎重十一斤二两地节三年十月造”［１０］。所

为“杨厨”，与“安邑共厨”相比，少一“共”字。但汉

代铜鼎中有一件刻写着“卢氏厨”字样［１０］，卢氏属弘

农辖县，标识该县的饮食供应机构，亦未着“共”字，

因此，“杨厨”应当是指杨县的饮食供应机构。据

《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下辖杨县，则杨鼎使

用地亦在河东。考虑到河东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安邑鼎、杨鼎所反映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而为本

地所用的情形。

考古发掘中还曾发现过另一件安邑宫铜鼎，铭文

曰：“安邑宫铜鼎一，容三斗，重十七斤八两。四年三

月甲子，铜官守丞调、令史德、佐奉常、工乐造。第卅

一。”［１１］观其铭文格式，当属西汉时器。有学者认为

该器物“制作方为中央铜官”［２］，但西汉中央政府水衡

都尉下有“辩铜”官号［４］，并无“铜官”一职。倒是丹

阳郡内设有“铜官”［４］。由此看来，铭文中的“铜官”

也很有可能是某郡所设机构。众所周知，“汉有善铜

出丹阳”，于是丹阳乃有铜官。中条山有铜矿，西汉政

府在河东设铜官，并不奇怪①。安邑鼎既在河东使

用，其由河东铜官铸造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山西闻喜县西官庄汉墓出土有“铜制的

生产工具如斧、铲、口锄等”，“是专为随葬的明

器”［１２］。而在其他地区，铜质的明器性质的生产工

具很少发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河东地区得天独

厚的铜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此推想属实，则西

官庄汉墓的发现就是河东铜器自产自用的又一

实证。

除了自用，河东出产的铜器也会受到其他地区

的青睐。金石学家著录有“馆陶釜”，铭文作：“河东

所造，三斗铜鏖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

二。”黄展岳判定此釜为“窦太后赐其爱女馆陶公

主”的器物②。窦太后是汉景帝之母，因此，馆陶釜

应为西汉前期由河东生产的铜器。西汉后期，赫然

标明产自河东的铜器更是屡见不鲜。“河东鼎”铭

曰“汤官元康元年河东所造铜三斗鼎重廿六斤六两

第廿五”［１０］，元康是汉宣帝时期的年号。“敬武主家

铫”铭曰：“敬武主家铜铫五升二斤九两初元五年五

月河东造第四富平家。”［１０］。“博邑家鼎”铭曰：“博

邑家铜鼎容一斗重十一斤永光五年二月河东平阳

造。”［１０］初元、永光均为汉元帝时期的年号。所谓

“河东所造”、“河东造”、“河东平阳造”，都是西汉

河东地区铸造铜器的实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３件铜器的使用地均

已超过河东区域。河东鼎属汤官所有，而汤官为少

府属官［４］，在京师。馆陶釜所有者为汉文帝之女馆

陶公主，敬武主家铫的所有者为汉宣帝之女敬武长

公主，而博邑家鼎的所有者应当是食封博邑的贵族。

《汉书·地理志》无称“博邑”者，可能与此地存在对

应关系的有九江的博乡侯国与泰山的博县。尽管汉

代的县级政区中确有称乡称邑者，前者如山阳郡内

作为县级侯国的中乡、栗乡、曲乡，后者如常山郡石

邑、河东郡左邑，但在记事的时候，作为县级政区的

某乡，其地名中所缀的“乡”字，是不能随意略去的，

否则就可能出现地名混淆。因此，所谓“博邑”，应

当是指泰山郡的博县。汉制规定：“列侯所食县曰

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４］，所谓“博邑”，

即是博县被朝廷封给某位公主之后的称谓。支持这

一推论的另一旁证是汉代所封公主的汤沐邑多有在

齐鲁之地者，如阳石公主封在东莱郡，诸邑公主封在

琅邪郡，二郡与泰山郡毗邻。可以说，汉王朝存在着

让公主食封齐鲁之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

将“博邑”视为泰山郡博县封给汉家公主之后的称

谓，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此一来，博邑家鼎与馆陶

釜、敬武主家铫的性质便是一致的，均属汉家公主使

用的器物。而汉代公主食封的县邑在当时叫做“汤

沐邑”，有学者指出，汉代“皇室女性大多呆在京城

之内”，“不到自己的封邑去”［１３］，他们只是坐食汤沐

邑所贡献的租税而已。由此推断，上述３件公主家

器物的使用地与汤官所属的河东鼎一样，亦在京师

长安。

在京师贵戚之家以外，远离京城的诸侯王府内

也会使用来自河东的铜器。满城二号墓编号２：４１０６

的铜器铭文曰：“中山内府，铜軭一，容三斗，重七斤

五两，第?五，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

?。”编号２：４０３４者铭文曰：“中山内府，铜軭一，容

三斗，重七斤十三两，第五十九，卅四年四月，郎中定

市河东。”［１４］另外，１９６５年河北行唐县曾发现铜軭一

件，铭文：“中山内府铜軭一，容二斗，重六斤七两，

第八十三，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１５］根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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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产铜之地甚多，但汉朝政府设置的铜官只有丹

阳一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６７３页）如
果笔者的推论可从，则西汉河东亦当有铜官。

见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６页。铭
文中的“鏖”字，原释作“庆”，黄先生认为有误，当以“鏖”为是，鏖乃“温器，引

申为以温器煮烂”。笔者以为此说可从。



文记载，这３件铜器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购自河
东，说明河东铜器贸易比较活跃。不过，对于山东诸

侯来说，河东地区并非他们满足自身铜器需求的首

选市场。比较而言，洛阳的铜器市场受到诸侯的关

注度似乎要高一些。

满城一号墓编号为１：４３２６号的铜器铭文：“中
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

年，中郎柳市雒阳。”［１４］１：４３２７号铭文：“中山内府
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十两，第十一，卅四年，中

郎柳市雒阳。”［１４］１：４３２８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二
斗，重六斤六两，第六，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１４］

１：４０９８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三斗，重七斤四两，第
二，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１４］与二号墓发现的 ３
件铜器相比，这４件铜器购买的年份与二号墓相同，
但经办人不同，一为郎中定，一为中郎柳；购买地点

也不同，一为河东，一为雒阳。

在汉人心目中，“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

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商业氛

围极其浓厚。在利益的驱使下，有的洛阳商人甚至

可以“贾郡国，无所不至”［３］，他们的行商范围没有

局限。而这个状况实际上也意味着，全国各地的人

到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来满足贸易需求，也是十分

便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再考虑到黄河以南的

洛阳周边区域并不是铜矿资源的富集区，我们基本

可以断定，洛阳的铜器贸易大体存在两种可能的形

式，或为纯粹的中转贸易，或为来料加工，然后予以

出售。以常理而论，作为贸易集散地的洛阳，其铜器

种类应当是十分丰富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山王府

仍然派人到河东去采购，这反映什么问题呢？

笔者颇疑，中山王府前往河东采购很可能属于

特例，是在洛阳铜器市场不能满足需求之时才予以

执行的备选采购方案。理由在于，汉代的河东地区

虽然可以“西贾秦、翟，北贾种、代”［３］，确实具备从

事商业活动的一定优势。但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该

地区的商贸范围及于所谓秦、翟、种、代，很明显，大

体上局限于太行山以西。而京师贵戚较多使用河东

出产的铜器，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商贸格局。

反观中山国，由于处在太行山以东区域，该地区并不

是河东铜器直接输出的传统市场，王府派人南下采

购，首选目的地自当在洛阳。

三、河东地区在汉代铜器

生产中的分工

　　如果对进入消费环节的河东铜器种类稍加留意

的话，有一个特点是不难发现的，那就是河东铜器绝

大多数属于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鼎、铫、釜、軭

莫不如此，即便是明器性质的斧、铲、锄，亦取象于实

际生活中的生产工具。那么，汉代河东地区的铜器

生产是否如文物资料所展示的那样，存在着器物种

类方面的分工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考察视

野仅仅局限于河东是无法作出合理判断的，我们还

需要关注同属汉代“三河”区域的河南、河内两郡的

铜器生产与使用情况。

在河南地区，除了上文已展示的洛阳铜器贸易

的兴盛，洛阳当地也确实进行着铜器的铸造。著录

者称之为“阳泉熏炉”的铜器铭文曰：“阳泉使者舍

熏炉一，有般及盖，并重四斤一□，□□五年，六安十

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丞善、掾

胜、传舍啬夫兑。”①有学者认为“五年”前所缺二字

为“元康”［１６］，元康为汉宣帝年号，则此器物为西汉

宣帝时铸成。关于铭文中的“内史”一职，由于当时

中央政府的内史早已分置为京兆尹、左冯翊，因此，

只能是六安王国所属的内史②。而铭文中所见“阳

泉”，乃是西汉六安国下辖的五县之一［４］。综合这

些信息，铭文大体是说熏炉的使用权属于六安国阳

泉县传舍，但它并不是六安国的自产器物，而是由王

国内史派属吏到洛阳去督造的。器物铸造完毕，由

内史属吏带回国内，交付阳泉县。然后由阳泉县大

吏逐级签收，最终送达阳泉传舍。由此可见，铭文中

的“雒阳”，当指熏炉的铸造地③。

另一件被称之为“成山宫渠斗”的器物，其铭文

曰：“扶成山宫铜渠斗重二斤神爵四年卒史任欣杜

阳右尉司马赏阨少内佐王宫等造河南。”［１０］“神爵”

亦属汉宣帝年号，不过，比阳泉熏炉的元康年号稍

晚。铭文中的“成山宫”，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

掘，今陕西宝鸡“眉县第五村秦汉遗址就是汉代的

成山宫”［１７］，在汉代属右扶风辖区。而渠斗购置者

的籍贯“杜阳”、“阨”亦皆为关中右扶风属县。很显

然，铭文的意思是说成山宫渠斗是由宫殿所在的右

扶风地区派员到外地购置的，而铭文最后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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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拓本参见容庚编著《秦汉金文录》，第４２０页，同书第４７６页有释
文。不过，本文所引释文及标点据徐正考《“阳泉熏炉”泐字考》（《考古与文

物》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徐文对缺字处的标识及所缺字数与容著稍有不同。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

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

翊”。而诸侯王自汉初便设内史“治国民”，至汉成帝时始“省内史，更令相治

民，如郡太守”。

如果雒阳为铜器铸造地的推论有理，则本文所引熏炉铭文中的“雒

阳”二字，在句读时应上属，断作“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



二字，标示的即为该器物的铸造地。

河内地区也有铸造日常生活类铜器的实证。如

被著录者称作“步高宫高镫”的铜器，段玉裁认为：

“镫，豆下跗也”，而“豆之遗制为今俗用灯盏”［１８］。

陈直说：“镫的名称因形式而变，有手柄的曰行镫，

高足的曰高镫，有足的曰锭，专燃烛的高者曰烛豆，

低者曰烛盘，燃油燃烛两用的曰鹿卢镫。”［８］可见，

铜镫为照明用器件，属日常生活所用。其铭文曰：

“步高宫工官造温。”［１０］温县在汉代河内郡，根据阳

泉熏炉、成山宫渠斗的文例，“造”字之后的地名乃

是器物生产地，则这件铜镫是在河内温县铸造的。

不过，如同上述器物那样能够确证由河南、河内

当地铸造的生产、生活用铜器十分稀见。就目前资

料来看，两地的铜器生产似乎以兵器为大宗。

洛阳曾发现两件西汉铜弩机，其铭文中有“河

内”字样，分别是“河内工官
!

，三千九百廿三号”、

“河内工官
!

，四千一百八十四号”，两件弩机的郭

身上各有铭文“三十八”。研究人员解释说“
!

”为

工官内“管理官员的名字”，“三千九百廿三号”和

“四千一百八十四号”是“弩机的编号”，郭身所刻之

“三十八”“应为生产弩机的作坊编号”。由此得出

这样的认识：“这两件弩机同由河内工官
!

监造，在

第三十八号作坊内生产，且其编号已至数千，反映了

当时弩机生产的管理之严、规模之大。”［１９］汉未央宫

中央官署遗址发现的一件弩机牙，铭文曰“河内

□□二万二”，出土的Ⅰ型弩机栓塞共１２件，其中９

件有铭文。而在这９件中，除了１件的铭文显示为

南阳工官所生产外，其余８件所刻文字分别是“河

内工官二万一千”、“河内工官第百十六”、“河□工

官第二千二百五十一”、“河内工官第八百廿八丁”、

“河内工官第五十九”、“河内工官第七十九丁”、“河

内工官第三百卅八”、“河内工官第三百八十二丙”。

Ⅱ型弩机栓塞共３件，其中两件有铭文，分别是“河

内工官第八百七十四”、“河内工官第七百六十七

丙”［２０］。河内工官所造弩机的大量发现，以及铭文

所示可多达２万余的生产序列号，经由这些线索，我

们可以约略窥知河内铜器生产的侧重点在于兵器。

河南工官的生产着力点与河内一样，都以兵器

为主。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出土刻字

骨签５７０００多片，其中有一类被称为“‘河南工官’

类骨签”，发掘报告仅给出了９２例，其格式多为“纪

年＋‘河南工官’＋职务（令、丞、护工卒史、作府啬

夫、工等）＋人名＋造”，如“元年河南工官令谢丞种

定作府啬夫辅始工始昌造”之类［２０］。汉长安城武库

遗址亦出土骨签，其中有的刻着“三年河南工官

令”、“五年河南工官长令丞”字样①。有学者在对骨

签刻文进行研究之后认为，河南工官的主要任务是

“管理和生产兵器”［２１］。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骨签所

对应的河南工官兵器，并不一定都是铜器。但骨签

多达５万多件，其中必有一部分是铜质兵器。

在感知河南、河内铜器生产侧重于兵器的基础

上，回头来看河东铸造的日常生活类铜器在本地以

及贵族阶层中的广泛使用，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

的认识：河东地区的铜器生产侧重于日常生活类铜

器。当然，这并非彻底否定河东的兵器生产。见于

著录的铜器有冯久頶、李游頶，其铭文分别是 “河东

冯久”、“河东李游”［１０］，陈直说：“弩机属于地方性

的，有由河东造的，则有河东李从、河东冯久弩

机。”②揣摩陈先生之意，似认为两弩机乃河东所造。

不过，这未必就是确论，因为目前并不能排除铭文表

示器物所有人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的情形下，“河

东”指的是冯久、李游的籍贯，并非兵器的产地。退

一步说，即便两件弩机确为河东所产，与已发现的河

南、河内兵器的数量相比，那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了铜器生产种类方面的分工，在铜产业发展

的不同环节，应当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工。河东

地区蕴藏着丰富铜矿，河南、河内无此天然优势，这

决定了在铜器冶铸的产业链中，河东必然要扮演原

料产地的角色。河南、河内工官从事大规模的兵器

生产，需要大量铜料，但因本地无法满足，必须由其

他地区提供。考虑运输成本的问题，距离河南、河内

最近的河东地区应当是供给的主力。至于供给的具

体方式，河东地区直接将铜矿石运送出去的可能性

不大。河北承德西汉铜矿遗址的调查表明，该遗址

包括汉代矿井、选矿场、冶炼场。“虽然看起来很分

散”，但距离都不远，“是一个整体，是从开采到冶炼

的一连串生产过程”。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数块铜

饼，“直径约 ３３厘米，体重约为 １０～３０多斤”［２２］。

有学者据此推断，“汉代铜的冶炼一般是在铜采矿

场附近进行的，而有的炼铜工场还兼及铜制品的铸

造”［２３］。河东中条山一带是矿料来源地，这一基本

地质特点决定其生产形态与承德铜矿遗址不会有太

大差异，其选矿、冶炼很可能也是在矿区附近进行，

然后将提取出的铜锭之类便于运输的精铜输往河

７３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　第１７卷　第４期

①

②

编号分别为４：Ｔ４③：６Ｂ和４：Ｔ４③：１０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２页。

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２６２页。所谓“李从”，是陈直先生
对“李游”二字的释文，未知孰是。



南、河内，用以生产兵器。

四、汉代河东青铜文化

兴盛的历史动因

　　汉代河东铜产业兴盛的局面并不是一夜之间形

成的，仅就矿藏开采的历史来讲，如果没有汉代之前

长时期的采矿实践，也就不会有汉代的大规模开采。

中条山一带拥有铜矿资源，这一资源在先秦时

代即已为时人所注意到。《山海经·北山经》曰：

“《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自此

东北行４７０里，有咸山，“其下多铜”。又东北行２００

里，继而东行３００里，有阳山，“其下多金、铜”。由

此东行３５０里，“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根据以

上描述，从归山至王屋山，一路需循着东北方向或东

向而行，而王屋山在今晋、豫两省交界处，因此，《山

海经》描述的归山至王屋山区域，对应的实际就是

山西西南部，而位于归山与王屋山之间的所谓咸山、

阳山，应即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①。值得注意的是，

先秦传说认为咸山、阳山有铜，这并非无稽之谈，其

历史背景很可能是先秦社会对中条山铜矿资源的地

理认知与切实利用。

近年来，有团队组织了对中条山铜矿的考古调

查，在其中一处遗址“采集到大量早商或与东下冯

类型近似的陶片及亚腰石锤、石钎等采矿工具。种

种迹象表明，中条山地区的铜矿开采可能在商代即

已开始”［２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有学者对垣曲县胡

家峪铜矿店头矿区的店头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在

遗址的古矿洞中，调查人员从门字型木支护上取得

两块样品。碳 １４测年结果为距今２３１５±７５年

（前３６５±７５），树轮校正年代为 ２３２５±５５年

（前３７５±８５），从而以现代科技手段确切证明中条

山铜矿至战国中期仍在开采［２５］。

中条山一带持续千年以上的铜矿开采，至少为

汉代的开采活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惯性，使得汉代

社会得以循着先民的足迹，继续从事相同的事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先秦阶段，河东虽说

天然地拥有丰富的铜矿，人们也在陆续进行开采，但

此地的铜矿对商周青铜文化的辉煌成就似乎并没有

十分突出的贡献，在铜器铸造过程中，河东铜矿所受

到的关注度也不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金正耀采用铅同位素示踪的

手段，判定殷墟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原料产地在距

离殷都甚远的滇东北［２６］。后来李晓岑沿用这一方

法将研究时段延伸至周代，认为“不仅商代，而且西

周、东周中原地区部分青铜器的矿质也来自云

南”［２７］。对商周铜料来自云南的论断，有一些学者

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选取１６件样本，以同样的手

段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样本的铅同位素在高、中、低

比值区皆有分布。结合现代勘明的不同铅比值矿藏

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他们的最终看法是：高比值铅的

青铜器来自于“商王朝统辖的北方”；处于中比值区

的样本，“取自湖北或江西是有可能的”；低比值青

铜器的铜料“有可能来自江西、湖南等地区的浅成

多金属铀矿床”［２８］。山西绛县曾发现一批西周铜

器，检测表明，这批铜器的微量元素模式与内蒙古赤

峰市林西县大井矿冶遗址铜矿石“非常吻合”，研究

人员由此推定其铜矿原料“很可能来源于辽西地区

铜矿带”［２４］。

虽然上述有关商周时代青铜器原料来源的结论

不尽相同，但种种说法都将目光盯在了远离器物使

用地以外的区域，甚至河东本地出土的铜器亦不能

例外。这也就意味着，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研

究成果表明，河东铜矿对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很

有限。

不过，仍然有学者在解释商周青铜文化时注意

到了河东铜矿。李延祥指出，考古发掘已在晋南的

中条山地区及其附近发现了不少与早期炼铜技术有

关的遗存，如洛阳北郊的西周铸铜遗址、出土大批西

周铜器的三门峡虢国墓地、侯马地区的东周铸铜遗

址等，这些考古发现“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中条山地区铜矿的开发，绝非仅仅始于战国晚期。

从地质资源上看，中条山地区也是夏商时期中原最

近的铜矿产地”［２５］。很明显，论者认为中条山铜矿

也参与了商周青铜文化的发展，只是参与的程度并

不明晰。比较而言，有学者认为中条山铜矿“是先

秦时期中原青铜器的另一主要矿源”［２９］，似乎说得

更为明确，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注意到中条山铜矿

在先秦青铜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存在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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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华：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①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６页。《山海经》一书在古代目录学中曾被列为地理书，《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认为该书所叙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

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出于这样的考虑，《提

要》将其列入小说家类。就本文所引归山至王屋山这一区域来看，东西绵延

１３００多里，以战国尺度折合，约当现今的近４５０公里。但今山西运城市辖区
县的东西距离不超过２００公里，因此《提要》认为《山海经》所述道里“率难考
据”，还是比较中肯的。但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山海经》的地理书性质，毕

竟，通过其中的某些比较显著的地理坐标，判断《山海经》所述山川的大体位

置，还是有可行性的。



差异。

实际上，在商周时代河东铜矿的重要性经历了

漫长的逐步提升的过程。李晓岑曾注意到，“东周

以后，中原及附近地区确实已不见有云南矿质特征

的青铜器了”，原因在于“商周以后靠近中原一带的

矿产已被开发”［２７］，此说很有启发性。“中条山地区

铜矿以贫矿为主，单个矿体一般规模不大”［３０］，在开

采冶炼的过程中，投入较大，显然无法适应商代青铜

文化的发展规模，因此必须向中原以外的地区获得

铜料。但是，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河东铜矿的地位

势必得到提升。

先秦时期炼铜已使用 ３种技术：一是“氧化

矿—铜”工艺，二是“硫化矿—铜”工艺，三是“硫化

矿—冰铜—铜”工艺。３种工艺中，前两种技术“简

单、流程短、数日可完成，但矿石资源有限”，第三种

“技术复杂、流程长、冶炼时间可达数十日，但矿石

资源量大，是炼铜技术的重大进步”［３１］。历史早期

如河南安阳殷墟的炼铜遗物使用的是“氧化矿石直

接还原冶炼成铜的技术，可简称为‘氧化矿—铜’技

术”。但在中条山矿区，“铜矿氧化带一般不甚发

育，氧化矿多呈薄膜状，无次生富集带”［３２］。早期的

氧化矿成铜技术显然不能在这一地质条件下大显身

手，因此，河东地区也就只能在商代青铜文化的辉煌

期寂寂无闻。

到西周时期，内蒙古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已能

够开采品位较高的硫化矿石，经死焙烧脱硫后再还

原冶炼成铜”，使用的是“硫化矿—铜”技术”。而据

学者研究，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铜器的生产

原料即来自大井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在两地铜产

业如此密切关联的情形下，河东地区引入大井遗址

采用的并且更适合河东铜矿地质条件的“硫化矿—

铜”技术，并非令人感到意外之事。横水墓地的时

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初年，即便考虑技术交流

的滞后性，我们推测东周时期中条山铜矿已采用

“硫化矿—铜”新冶炼技术，应当不至于出现太大偏

差。引入了新技术，中条山铜矿的开采利用便可以

克服“贫矿为主”、氧化带“不甚发育”等地质条件的

限制，从而大幅度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笔者认为，正是在先秦漫长时期内冶炼技术进

步对铜矿利用效率的提升，才使河东地区在铜产业

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河东产业地位逐步提升的

过程正值青铜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青铜器正

经历着一个“由礼乐器向日常生活实用器迅速转化

的过程”①。这也就意味着，在河东承接生产青铜礼

器的重要任务之时，已经先期埋下了铸造日常生活

类铜器的基因。比如同样是生产铜鼎，战国时代或

许还是礼文重器，进入秦汉时代，铸造的器物种类还

延续着历史习惯，但铜鼎本身的性质却变为生活用

器。从这个角度来说，汉代河东地区所承担的以日

常生活类铜器为主的铜产业分工，自有其历史的必

然性蕴含其中。

五、结语

　　河东地区特殊的资源优势，在先秦时期即已得

到长期利用。但由于该地铜矿的地质特性对矿石冶

炼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以致于先秦时期河东在青

铜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并不突出。随着冶炼技术的改

进，到了汉代，河东铜资源的利用率大幅提升。大量

考古材料还表明，河东地区不仅以其资源优势为汉

代铜器生产提供原料，在铸造的器物种类上也有分

工。与河东毗邻的河南、河内多生产铜兵器，官办的

色彩更浓厚一些，河东本地铸造的铜器多为日常生

活所用，大量供给京师及河北地区，备受贵族阶层欢

迎，体现出较强的民用色彩。由此可见，在产业链内

开采、冶炼、铸造的纵向分工中，河东均有深度参与；

而在兵器、日常用器等器物种类的横向分工中，河东

亦占据半壁河山。两种分工中的角色，便是对河东

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历史表现的重要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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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华：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